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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信息适用隐私权规则
抑或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学界
争议较大，实务界亦有不同做
法。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
区分保护模式、竞合规则保护
模式、聚合规则保护模式皆存
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在人格要
素商业化理论和实践同步发展
的当下，应对现有保护模式进行
反思，建立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

二分的新型私密信息保护模式。可以结合该种保护模
式法定化的现实动因和参考范式，在民法典第 1034条
第 3款的基础上对其法定化的具体路径进行建构，完
成对私密信息保护模式的再造。私密但不敏感的私密
信息适用隐私权规则。敏感但不私密的个人信息适用
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既私密又敏感的个人信息的人格
利益适用隐私权规则，财产利益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
则。处理私密信息同时侵害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
的，两种规则同时适用。对私密信息没有规定的，适
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教授杨显滨：

建立新型私密信息保护模式

当 下 我 国 犯 罪 治 理 已 进
入 轻 罪 时 代 ，然 而 ，十 二 部 刑
法修正案表明，轻罪时代我国
刑 事 立 法 一 直 存 在 泛 刑 化 与
重 刑 化 的 趋 势 。 以 刑 法 修 正
案（十二）为例，泛刑化立法体
现为扩大犯罪圈，重刑化立法
体 现 为 加 重 刑 罚 来 惩 治 贿 赂
犯 罪 。 从 轻 罪 时 代 犯 罪 治 理
现代化要求以观，刑法应谨慎

介入民营企业经营活动，相关法律已对民营企业内
部背信行为设置较为完善的保护及救济措施，对之
入罪会对民营企业正常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并违背
现代公司治理的公司自治基本原则。加大刑罚力
度难以实现贿赂犯罪预期治理效果，“行贿受贿一
起查”不等于“行贿受贿同等罚”，重刑化反而会导
致贿赂双方订立攻守同盟，增加查处难度。加强对
民营企业的保护与治理单位贿赂犯罪应从企业内
部推动其依法合规经营，企业合规改革应该成为轻
罪治理的首选方案。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不能延
续传统泛刑化与重刑化的方式，刑事立法应谨慎进
行犯罪化，刑罚配置应尽量轻缓化。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刘艳红：

合规改革应成为民企治理的首选方案
□段明学

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协调一致、互补
互用，构成了我国古代司法的传统之一，也是
司法文明的表现。在封建社会的州县大堂上，
常常悬挂着“天理国法人情”的匾额。古代司
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强调天理、国法、人情的
综合考虑，最大限度追求和谐和均衡的结果。
在正义终于得到伸张时，他们会说“天理昭
昭”；在讥讽死抱法律条文不懂变通时，他们
会说“不通人情”。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和谐
使得道德与法律相结合、亲情义务与法律义
务相统一，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中，
天理、国法、人情对司法办案仍然具有极高的
指导意义。

天理、国法、人情的文化解读

天 理 。所 谓 天 理 ，指天之道、地之理，自
然 之 法 则 。天 理 的 观 念 在 我 国 古 代 源 远 流
长。在先秦时期，儒家 、法家 、道家等各流派
几乎都对天理进行过阐述。《礼记·乐记》中
说 ：“ 好 恶 无 节 于 内 ，知 诱 于 外 ，不 能 反 躬 ，
天 理 灭 矣 。”“ 天 理 灭 ”的 后 果 就 是 导 致“ 天
下大乱”。

朱 熹 提 出“ 存 天 理 、灭 人 欲 ”。他 所 说 的
“天理”，就是“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的纲
常伦理。“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
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
天理。”这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基
本准则。天理是至善的，区别于人性之恶；天
理又是公正的，区别于人性之偏私。为此，朱
熹提出要“明天理”“存天理”“复天理”“循天
理”。明天理，是指通过学习、思考和领悟，掌
握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和道德准则。存天理，
即时刻保存天理于人心之中。复天理，就是要
恢复被人欲遮蔽的天理。朱熹强调，复天理必
须落实在日常言行之中。循天理，就是要遵循
天理，循理而行，遵循而不违背。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是一种深
刻的道德和哲学思考，试图通过遵循宇宙法
则 和 道 德 伦 理 来 促 进 个 人 和 社 会 的 和 谐 和
进步。

国 法 。所 谓 国 法 ，指 国 家 的 法 律 、法 令 。
《韩非子·内储说下》：“大臣贵重，敌主争事，
外市树党，下乱国法，上以劫主，而国不危者，
未尝有也。”这里的“国法”就是指国家法令与
制度。

在夏商周时代，法主要是指礼，其功能与
刑不同。“礼以劝善”，是积极的规矩，重在教
化和预防。“刑以惩恶”，是事后的处理，是消
极的制裁，着重于惩罚。随着春秋战国时期

“礼崩乐坏”，社会已然失范。在这种情况下，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以法治国”。

在他们看来，法的核心是“刑”，必须轻罪重
刑，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由于刑法是达成统
治的最佳手段，故历代王朝立法建制都是“以
刑为主”，其基本法典均为刑法典。从战国时
期李悝的《法经》，到此后各朝颁行的《秦律》

《九章律》《新律》《晋律》《北齐律》《唐律疏议》
《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基本上都是
“以刑为主”。

人 情 。传 统 法 律 文 化 中 的 人 情 ，并 非 指
私情，而主要指人之常情或人情之常。具体
而言：第一，指“弗学而能”的人之性情。《礼
记·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
七者弗学而能。”《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
谓 之 性 。”“ 性 者 ，天 之 就 也 ；情 者 ，性 之 质
也 。”可 见 ，人 情 之 含 义 并 非 仅 是 情 感 的 表
现，而更多强调人性之质。人性乃人生之即
有的生性，人情是人性的表现。第二，人情就
是世情 、民情，是本于人性的人类共同的正
当情感和道德诉求。晁错在《举贤良对策》中
讲到，“人情莫不欲寿”“人情莫不欲富”“人
情 莫 不 欲 安 ”“ 人 情 莫 不 欲 逸 ”。人 都 有“ 欲
寿”“欲富”“欲安”“欲逸”的本性，这些都是
人类共同的、正当的诉求。

我 国 古 代 有 一 些 思 想 家 反 对 法 源 出 于
天，主张法源于人间。如慎子说：“法非从天
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商
鞅虽然主张重刑主义，但也说：“法不察民之
情而立之，则不成。”国法与人情相结合是我
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刑法与以
血缘 、伦理 、亲情为内涵的人情具有同质内
涵，刑法与人情互补，成为中国古代的重要规
范体系。

融合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智慧

清代但明伦在《诒谋随笔》的家训中讲道：
“治讼狱者，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不可偏废。
决一狱，须先以天理审之，以人情揆之，然后
以国法平定其罪，适如其人之所犯而止，不得
以私意增减毫末也。万不得已，宁减无增，即

《虞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意。即口角
细故，以及房帏男女琐屑细微之事，亦当度理
准情，委曲成全，使之明白了然，安于无事。若
轻易其事，不肯耐烦，遽以法绳之，即使断之
得其正，而或坏人名节，伤人和睦，甚至有意
外之变，固是两造之自取，听断者亦不能辞其
咎也。”古代司法官坚持严格执法、秉公执法，
以国法作为判案的基本依据。但同时，他们并

不拘泥于刑律的僵死条文，而是最大限度地
发现案件客观真实，通过对法律的灵活运用
维护天理人情的正当秩序。

坚持以天理审视案件。《大学》传曰：“拂
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不顺人情，必然也违反
了天理。在传统司法中，对当事人的惩罚，并
不一定以罪的大小为标准，而在于是否对天
理构成了威胁。当天理与法发生冲突时，取天
理为法则。

《初刻拍案惊奇》记载这样一个案例：赵
六老因儿子赵聪及儿媳不孝贫困交加，债台
高筑。走投无路时想出下策，夜晚潜入儿子房
内偷钱，竟被赵聪当作盗贼用斧砍死。知县张
晋说道：“以子杀父，该问十恶重罪”。旁边走
过一个承行孔目禀道：“赵聪以子杀父，罪犯
宜重；却实是夜拒盗，不知是父，又不宜坐大
辟。”赵聪的邻里也是这样说。张晋由众人说，
径提起笔来判道：“赵聪杀贼可恕，不孝当诛。
子有余财，而使父贫为盗，不孝明矣！死何辞
焉？”判毕，即将赵聪重责四十，上了死囚枷，
押入牢里。

本案中，知县张晋这样统筹考虑法理情
关系：

赵聪杀父，构成十恶重罪。（依据国法）
赵 聪 是 夜 拒 盗 ，不 知 是 父 ，又 不 宜 坐 大

辟。（顺应人情）
赵聪有余财，而使父贫为盗，不孝当诛。

（天理难容）
封建社会，以孝为大。赵聪父亲偷儿子财物

起因于赵聪之不孝，不孝是因，偷盗是果。不取
拒盗而取不孝，乃循法而从儒家天理。

坚持以国法论罪处刑。我国古代在产生
国家、法制以后，秉公执法成为执法领域的重
要话题。严格执法、秉公执法成为中华优秀传
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有一次汉
文帝出行，路过中渭桥，有个人忽然从桥下跑
出来，马受到了惊吓。文帝很生气，命令警卫
将那个人抓了起来，交给廷尉张释之治罪。张
释之审讯后，认为该人不是故意的，遂判决

“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知道后很生气，认
为判得太轻了。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
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
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
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张释之的话表
达了两层意思：第一，严格执法才能取信于
民。因为法律是皇帝和天下人所共有的。如果
擅自更改，加重刑罚，那么法律就会失信于

民。第二，廷尉作为执法机构，理应公平执法。
如果有一点偏心，那么其他执法机构就会效
仿，在执法时也会任意偏轻偏重，民众将无所
适从。文帝听后沉思良久，默默地接受了张释
之的判决。

本 案 中 ，张 释 之 坚 持 独 立 办 案 、秉 公 执
法，不因人废法，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难能可
贵的。同样值得称道的还有当权者刘恒。他没
有因为案件与自己有关、为一己之私而滥用
权力去干预司法、践踏国法，而是冷静地“以
天下为大，以国法为大”，对司法判决给予了
充分的尊重。

坚 持 办 案 中 揆 以 人 情 。“ 一 其 所 二 一 成
非，揆以人情萃必睽。”司法办案中会遇到各
种可能性，因此需要避免绝对化；要充分考虑
办案对当事人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综合权
衡作出最佳的处理决定。

明代《泾林续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
刑部主事王某，在山东做县令时，有民妇回娘
家探亲，路远，妇乘月色独行。适一樵夫尾随
其后，至野外，握斧大呼，妇惊仆倒地，遂强奸
之，尽掳首饰而去。妇号泣奔还，偶遇令出，攀
舆哀诉。令曰：“吾当令人往捕，汝第言失去首
饰已耳，毋露奸情也”。遂用巧计捕得樵夫，拥
至县庭，召妇审视，首饰一无所失。因痛杖之
百，收监时气绝。召夫责曰：“尔妇将母，何不
伴送？幸盗止利其首饰耳，倘至伤命奈何？”亦
笞之十，令携妇归家。盖县令不令其言奸者，
缘律条坐斩，问拟颇重，且恐夫知必弃其妇，
故曲为保全耳。

在“ 饿 死 事 小 ，失 节 事 大 ”的 男 权 时 代 ，
妇 女 一 旦 失 节 ，其 日 后 的 悲 惨 命 运 可 想 而
知。县令在审判此案时，充分权衡惩治罪犯
与保护受害者名誉的关系。一方面，根据刑
律，被告人犯抢劫罪亦可“坐斩”。隐去强奸
这一犯罪事实，并未包庇、便宜被告人。另一
方 面 ，县 令 叮 嘱 受 害 者 把 案 中 强 奸 一 节 瞒
下，可以保全受害者的名誉。县令的判决，可
谓世事洞明，人情谙练，既惩办了罪犯，又避
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虽法外用情，但乃“情
法两全”。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
的司法判决 、检察处理决定公布后，有的深
获广大公众认同，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原因
就在于，这些判决、决定充分考虑了天理、国
法、人情的关系，既满足了国法的要求，又合
乎天理 、顺应人情。有的则与社会公众较普
遍的认识有相当距离，甚至形成截然相反的
判断，原因也在于，这些判决、决定只考虑冷
冰冰的法条，而忽视了天理和人情，人民群
众在判决 、决定中没有感受到公平正义。我
们要充分汲取传统司法中的智慧和养分，在
办 案 过 程 中 不 能 仅 满 足 于 有 法 律 依 据 或 不
违法的底线，而应追求更高的标准 、最佳的
效果，综合考虑天理 、国法 、人情，让司法既
有力度也有温度，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者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二
级高级检察官、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察研究
中心兼职研究员）

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协调一致、互补互用，构成了我国古代司法的传统之一，也是司法文明的表现。

“天理国法人情”：让司法更具力度更有温度

（以上依据《法学评论》《政治与法律》《中外法
学》《清华法学》，陈章选辑）

□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和谐使得道德与法律相结合、亲情义
务与法律义务相统一，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中，天理国法人情对司法办案
仍然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充分汲取传统司法中的智慧
和养分，在办案过程中不能仅满足于有法律依据或不违法的底
线，而应追求更高的标准、最佳的效果，综合考虑天理、国法、人
情，让司法既有力度也有温度，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邱鹏宇

根据阶层犯罪构造理论，正当防卫属于违法
阻却事由，且在刑法体系中，应当属于最具实质意
义的出罪事由。然而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以正当
防卫予以出罪的案例并不多。在实践中，互殴与
防卫占据了正当防卫案件大部分比重，然而由于
将互殴与防卫作为互斥关系，因此，认定为“互殴”
必然否认正当防卫。另外，也存在过于关注道德
伦理因素、过于苛求行为人，以及为安抚被害人
情绪，避免出现信访问题，而采取“各打五十大板”
的处理方式以平息社会矛盾的现象。对此，李勇
博士所著《互殴与防卫——优越利益原理下实体
与程序规则重构》一书从实践到理论进行了系统
而深入的反思。

一方面，对于道德伦理因素的考量，实质上
是行为无价值论的观点。根据行为无价值论的
观点，具有报复动机、伤害意图的互殴行为被理
所当然地排除在正当防卫之外。

另一方面，对于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
准等认定的混乱，也加剧了对互殴认定的泛化程
度。该书指出，由于传统刑法理论强调互殴与防卫
的互斥关系，一旦认定为互殴，则证明对象自然就
聚焦于斗殴之后的事实，势必将互殴的起因排除
在证明对象之外，仅仅以“琐事”一笔带过。同时，实
践中更注重对意图和动机等主观事实的证明，这
也加剧了正当防卫认定的“道德洁癖”。

该书以互殴与防卫为切入点，立足结果无
价值论和实质解释论立场，倡导“质”“量”统一优
越利益原理，从实体到程序，力求构建互殴与防
卫之实体及程序认定规则体系，从而畅通正当
防卫这一出罪渠道。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刑事实
体法与程序法的深度交叉融合、理论与实践的
高度交叉融合。

“质”“量”统一的优越利益原理的理
论基础

根据该书观点，优越利益原理来源于法益

衡量理论，其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
实质上，功利主义的底色依然是个人主义，也可
以说功利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一个产物，个人主
义是功利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该书借鉴黑格
尔关于质、量、度的辩证法观点，将之引申到正
当防卫领域，提出了“质”“量”统一优越利益原
理。该书指出，对于不法侵害者而言，没有合理
理由率先侵害他人自由和利益，在“质”上属于

“不正”“恶”的行为；为了排除自己权利和自由被
侵害而实施的反击行为，在“质”上属于“正”“善”
的正当防卫行为。二者的内在规定性不同，决定
了后者优越于前者。既然后者优越于前者，那么
也就无须再添加任何补充性要件，后者也就不
负有退避义务。同时，防卫行为发生发展的过
程，也是一个量的变化过程，但是只要没有超过

“度”，那么就不会引起质变，仍然是后者优越于
前者。一旦发生质变，那么就是一个新的侵害，
是另一个新的质的存在。

实质解释场域中互殴与防卫的一体
化认定规则

该书立足结果无价值论和实质解释论立
场，深度融合实体与程序，构建了一体化认定
规则。

从实体法角度而言，正当防卫的基础理论
是“质”“量”统一优越利益原理，那么任何不符合
正当防卫的行为都是不符合优越利益原理的，
互殴同样如此。基于实质解释立场，该书将互殴
分为纯正的互殴（真正的互殴）与不纯正的互殴
（不真正的互殴）两种类型，并提出先形式后实
质的二元化判断模式。

首先，以有无约架为标准，区分纯正的互殴
与不纯正的互殴。对于前者，由于斗殴双方均积
极主动放弃了法益保护，即表现为双方“约架”，
在“质”上均属于“不正”，因此绝对排斥正当防卫
的成立。直接按照双方行为触犯的罪名进行定
罪处罚。否则，则属于不纯正的互殴，就有正当
防卫的存在空间，这属于形式判断。

其次，对于不纯正的互殴需要进行实质判断，
判断标准为是否存在优越利益。由于互殴的起因
极为复杂，因此，需要在具体的案件中进行衡量与
判断。在进行判断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应认真评判事件起因，查明斗殴顺序。
在实践中，多数故意伤害案都是事出有因的，在
办案中，应尽可能查清动手的起因和先后顺序。
确实无法查清时，应遵循事实存疑时有利于被
告人的原则。

二是不得给防卫人随意添加退避义务。与
紧急避险不同的是，正当防卫中防卫人并不具
有退避义务。如果给防卫人随意添加退避义务，
会导致行为人在采取防卫措施时畏首畏尾，使
行为人无法及时保护合法利益。

三是应坚持防卫意图不要说。正当防卫中
并不排斥伤害意图，只要行为人对防卫情形有
认识，认识到自己是在抵抗不法侵害，则可以认
定为正当防卫。

从程序法角度而言，在证明对象层面，本书
认为应将互殴作为独立化、前置化、客观化的证
明对象，从而判断是否为纯正的互殴。司法人员
必须先查明双方是事先约架还是临时起意，是
邻里纠纷还是逞强斗狠，而不能以“琐事”“发生
口角”等代替对起因事实的证明。

在证明责任问题上，就纯正的互殴而言，由
于不存在值得保护的法益，控方自然要承担证
明行为人构成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等的责
任。就不纯正的互殴而言，就需要精细化地判断
是否存在值得保护的优越利益，以及哪一方的
利益处于优越地位。当被告人提出正当防卫的
辩解时，检察官就必须将被告人关于正当防卫
的辩护理由证伪，在证明不能时，就必须承担指
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责任。

在证明标准的问题上，该书区分定罪事实
与非定罪事实。在纯正的互殴中，由于排除了正
当防卫的可能，因此，证明纯正的互殴以及否定
正当防卫的事实均是定罪事实，必须将定罪事

实证明到“确实、充分”的标准。
根据该书的观点，正当防卫的事实属于非

定罪事实，为防止不合理增加被告人负担，对非
定罪事实提出“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其内涵
就是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可能存在正当防卫时，
就应当肯定存在正当防卫，在事实存疑时应作
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决定。当然，合理怀疑作为主
观判断，天然具有模糊属性，因此，设置僵硬的
判断标准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应当在具体案件
中，结合经验法则、逻辑规则等进行综合认证。

以双阶层认定模式解决防卫限度的
认定

在防卫限度问题上，该书仍以优越利益原
理作为立论基础，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
成重大损害”两者确立为阶层递进关系。当没有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时，即符合行为必要性，直
接以正当防卫出罪；当不符合行为必要性时，需
要进行第二步的审查，即是否造成了违反优越
利益原理的重大损害，若有，则属于防卫过当。
在进行判断时，仍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能站在事后角度，“开上帝视角”进
行考察。在评价防卫的手段、力度等问题时，应
在当时的情境之下，站在行为人的角度进行考
量，而不能以社会一般人的观念为标准进行事
前判断。

二是要有整体性思维。首先，当前后行为在
主观上、客观上具有连续性时要将一系列行为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判断，而不能进行割裂。其
次，正当防卫本身是以正对不正，只要防卫行为
没有明显越界，便不宜认定为防卫过当。同时，
应注重解释后果的正当性，判断其是否违背常
情常理和朴素正义观，否则应当重新进行审视。

三是就特殊防卫而言，同样也要遵循“质”
“量”统一的优越利益原理。特殊防卫也是防卫，
不存在无限防卫，仍需遵循限度条件。在证明标
准上，仍应采用“合理怀疑”标准。

基于实质刑法观，实质评价互殴与防卫，
畅通正当防卫的出罪通道，从而实现刑事诉
讼法保障人权的目的，这是本书的实质价值
之所在。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检
察院）

实质评价互殴与防卫，畅通正当防卫出罪通道

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反垄断
法调整方法问题，是世界反垄
断法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现有
研究大多将其定性为价格歧视
行 为 ，这 存 在 方 向 性 的 偏 差 。
大 数 据 杀 熟 行 为 本 身 并 不 排
除、限制竞争，因此不符合价格
歧视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分析方
法。本质上，大数据杀熟的主
要损害是对消费者直接进行剥

削，从每个消费者身上榨取每一分利润，而不是对竞
争者进行排斥，因而属于过高定价行为。与此同时，
大数据杀熟与传统的过高定价行为又存在一定差异，
在其分析过程中必须根据这些特殊性，对传统反垄断
法理论与规则进行必要的修正。采用反垄断法上关
于过高定价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分析方法认定大数据
杀熟行为构成垄断行为的基本步骤是：其一，认定行
为人拥有支配地位；其二，将杀熟行为认定为过高定
价行为；其三，允许当事人提出合理的理由进行抗
辩。其中在支配地位以及过高定价的认定上，大数据
杀熟行为都具有一些传统产业中所没有的特点，需要
依托反垄断法理论与案例进行细致分析。

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光耀：

修正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反垄断法调整方法

对于逃税罪的保护法益，
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明
确界定其内容。这种不明确会
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理论研
究上会影响税收犯罪乃至整个
经济刑法的体系化，另一个是
法律适用上会影响逃税罪乃至
整个危害税收征管罪的合理解
释和适用。这种法益不明确的
成因在于，既有研究没有充分

认识到税法学的核心概念“税收债权”的理论价值。
基于此，逃税罪的保护法益之本体应为“税收债权之
履行利益”这种集合法益。该法益观不但符合经济刑
法上的“法益二元论”的理论要求，且对于既有研究来
说其内容更具合理性。另外，该法益观还具有两项法
律解释功能。首先它有助于区分逃税罪和其他税收
犯罪并实现税收犯罪的类型化，其次它有助于逃税罪
的犯罪构成的司法判断。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李貌：

逃税罪保护法益应为“税收债权之履行利益”


